政治资金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

徐万胜

内容提要： 本文从政治资金的视角，概述了“1955年体制”形成与崩溃的原因，并着重对冷战后日本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治捐款的减少与政党交付金的导入，是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同时，在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现存的政治资金制度仍是有利于执政的自民党的，但政治资金制度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非法行为，必然导致朝野政党间的抗争不时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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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治资金”，即政党、政治团体及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所使用的资金。
在日本，涉及政治资金问题的金权政治是促使“1955年体制”
崩溃的主要因素，并且，政治资金制度改革作为冷战后政治改革的一环，又与21世纪初期日本政党体制的构建密切相关。
一  “1955年体制”的崩溃与政治资金制度改革

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制度源于1948年7月制定的《政治资金规正法》。该法规定各政党有申报、公布其政治资金收支状况的义务，目的是为了遏制政治腐败和防止不正当的资金授受行为，增强政治资金的“透明度”，以确保“政治活动的光明与公正”。此后，在三木武夫内阁执政期间，日本国会又于1975年通过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核心内容是对企业与工会每年向政党、政治团体及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捐款的数量加以限制，并鼓励个人提供政治捐款等。
在上述制度框架下，“1955年体制”时期，来自财界（包括大型企业与行业团体在内）的巨额政治资金是日本自民党得以一党长期执政的财政支柱。根据自治省所公布的统计数据
，这一时期，财界统一提供的政治捐款在自民党本部政治资金收入中所占比例通常达50%以上，且捐款数额呈逐年增加态势。例如，在1969年度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总额52.9亿日元中，35.9亿日元来自“国民协会”（财界统一向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的窗口组织，1975年3月改组为“国民政治协会”）筹集的捐款；在1991年度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总额292.8亿日元中，167亿日元来自“国民政治协会”筹集的捐款。1988年6月，财界代表人物、经团联副会长花村仁八郎承认：“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承诺每年向自民党捐款100亿日元，并信守这一承诺。从前一时期起增至110亿日元，1986年以后将120亿日元作为目标。”

事实上，因为有相当大一部分政治资金是通过私人渠道秘密地捐献给自民党内各派阀及政治家个人的，所以，政治资金的“透明度”相当低。一般认为，自治省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约占财界实际政治捐款总额的10%左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财界每年通过各种渠道向自民党提供的政治资金约在1000亿日元以上。

财界所以肯于“慷慨”地向执政的自民党提供巨额政治资金，是由于自民党作为日本垄断资本的政治代言人，与财界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在政治过程中形成了密切的利益交换关系。为了在自民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或获得益处，与财界统一向自民党本部提供政治资金的做法相比，企业和行业团体更倾向于“私下”直接将政治资金提供给自民党内各派乃至政治家个人，这种政治捐款的“回报率”更高、更有效。
结果，在自民党政治中公共权力与个别利益集团进行权钱交易的金权政治丑闻接连不断，其中尤以70年代的洛克希德案件、80年代的利库路特案件和90年代的金丸信案件为最。一系列腐败案件的发生，不仅使自民党的执政党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使其面临推行政治改革的强大压力，成为导致1993年8月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1955年体制”崩溃后，新成立的细川护熙内阁以净化政界为己任，大力推行政治改革。其中，依法规范政党、政治团体及政治家个人的资金来源及其运用，成为政治改革的焦点。这样，1994年1月29日，日本国会最终通过了包含《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在内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与“1955年体制”时期相比，上述法案所规定的新的政治资金制度发生了一定变化（参见表1）。
表1  新旧政治资金制度比较

	项 目
	旧制度
	新制度

	政党定义
	拥有五名以上国会议员或是国政选举的确认团体
	拥有五名以上国会议员或是在国政选举中获得2%以上的得票率

	企业捐款
	·对政党（根据企业固定资产分级限制）：每年上限分别为750万日元至1亿日元
·对其他政治团体（根据企业固定资产分级限制）：每年上限分别为375万日元至5000万日元
·对政党以外的同一政治团体和政治个人：每年上限为150万日元
	·对政治家的资金管理团体（唯一指定）：暂定每年不超过50万日元，可连续五年
·其他未变

	公开标准
	·政党及政治资金团体：每年超过1万日元
·其他政治团体、政治家个人：每年超过100万日元
·宴会券：每次超过100万日元
	·政党、政治资金团体及其他政治团体、政治家个人：一律为每年超过5万日元
·宴会券：每次超过20万日元

	公费补助
	无
	以国民每人缴纳250日元税金的标准，将总额约309亿日元的政党交付金，按照各党议员数及国政选举得票率进行分配；上限不超过该党上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此后，1999年12月15日，日本国会又通过《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规定从2000年1月起全面禁止企业、行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捐款；2005年10月26日，日本国会再次通过《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规定政治团体（政党及政治资金团体除外）之间的捐款总额年度上限为5000万日元，并且对于政党所属政治资金团体介入其中的政治捐款，原则上要经由银行汇入或汇出。
随着政治资金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政党助成法》之外是否需要另行制定专项法律意义上的“政党法”，日本国内也有争论。有的学者指出：“既然国家对政党实行‘公’的资金援助，那么就有必要以法律来完善和约束政党在‘选举党的领袖’、‘竞选候选人’及‘政党的政权构想’等方面的义务，就有必要思考政党的存在方式。”
 

二  新制度与政治资金收入结构的变化

新制度相关法律规定造成了政治捐款（特别是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的缩减与政党交付金的导入，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最为显著的变化。
1995年是新制度实施的第一年。根据自治省发布的公告，该年度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为165亿600万日元，比上一年减少了38%，但捐款的透明度有了相应提高，88.2%的捐款均载明收入来源，国会议员的资金管理团体所受捐款的82.8%也载明了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在该年度301亿8678万日元的政党交付金中，自民党分得133亿5874万日元、新进党分得92亿1117万日元、社民党分得56亿2167万日元，先驱新党分得7亿7403万日元，等等。从首次政党交付金的用途上看，各政党所获政党交付金的63.4%用于人事费、选举相关费用等经常性支出，36.6%被留作储蓄基金。其中，主要政党自民党、新进党、社民党的政党交付金使用状况略有不同：三党的储蓄基金所占比例分别为35.7%、51.3%和25.2%，选举相关费用所占比例分别为11.8%、7.0%和34.1%，人事费所占比例分别为29.1%、16.3%和23.2%，其他费用所占比例分别为23.4%、25.4%和17.5%。

此后，由于政治捐款在政治资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一直呈递减态势，至2002年度，政治捐款（包括企业、行业团体、个人及政治团体在内）总额首次低于政党交付金总额。根据总务省发布的公告，在该年度1350亿100万日元的政治资金收入总额中，政治捐款所占比例仅为18.0%（2001年度为20.5%），而政党交付金所占比例却升为23.5%（2001年度为20.1%），并且，政党交付金在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也高达35.5%，这表明各政党在政治资金收入来源上对政党交付金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相反，政治捐款已从1991年高峰时期的957亿5700万日元缩减至四分之一，特别是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的缩减程度更甚，也从1990年高峰时期的446亿5300万日元缩减至2002年的36亿6200万日元。

当然，90年代中后期政治捐款的不断缩减，除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外，也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密切相关。由于受不良债权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此前曾长期占据政治捐款首位的银行业大幅减少了捐款数额。例如，从提供政治捐款的企业、行业团体的产业类别所占比例上看，1989年，银行业占29.1%，建筑、不动产业占15.2%，电气、通信业占7.1%，钢铁、金属业占6.5%，汽车业占6.4%；2001年，汽车业占27.6%，电气、通信业占18.8%，建筑、不动产业占12.9%，钢铁、金属业占14.0%。

另外，旨在募集政治资金的宴会券的收入一直在政治资金的收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1995年度，为募集资金而举办宴会的政治团体数目为267个，收入额达90亿7200万日元，分别是上年的1.7倍和1.5倍；
 2001年度，为募集资金而举办宴会的政治团体数目为366个，收入额达136亿5800万日元。
而1995年度和2001年度政治资金的收入总额分别为1707亿4600万日元和1559亿1000万日元，收入来源依赖于宴会券的倾向趋于显著。
上述政治资金收入结构的整体变化，虽然在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上均有所体现，但程度是不同的，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有明显差异。以举行大选的2000年度政治资金收入状况为例，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如下：在共产党的327亿8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事业收入占85.9%；在自民党的271亿1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53.6%，捐款占20.8%，借款占7.4%，党费占6.8%；在公明党的159亿1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事业收入占65.0%，政党交付金占19.6%，党费占7.0%，支部交付金占5.2%；在民主党的109亿9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69.6%，借款占18.2%；在社民党的44亿2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50.9%，事业收入占18.5%，借款占14.2%，党费占8.6%；在自由党的37亿7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65.0%，借款占26.5%；在保守党的7亿3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借款占35.7%，政党交付金占29.0%，事业收入占15.3%，捐款占6.9%。

这种各政党本部政治资金收入结构上的差异，与该党的性质、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下面，仅以执政的日本自民党为例，探讨其权力支配与集资途径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　自民党的权力支配与集资途径
   根据日本自治省（2001年后为总务省）发布的公告，从1994年至2004年间，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分别为126.9亿、235.5亿、260.7亿、245.6亿、289.3亿、250.2亿、271.1亿、244.3亿、229.3亿、257.0亿、264.2亿日元。其中，自1995年起政党交付金大体上占其收入总额的50%以上。
作为“1955年体制”崩溃后的第一大政党，自民党一直是接受政治捐款最多的政党。当然，随着自民党在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各种团体（主要是企业、行业团体）对其提供政治捐款的力度也不尽相同。
例如，在1993年日本政界重组过程中，考虑到政权更迭的各种可能性，日本医师联盟除向自民党提供2.73亿日元的政治捐款外，还分别向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民社党提供了2000万、1500万和500万日元的捐款；日本牙科医师联盟将对自民党的政治捐款由1992年度的4.85亿日元压缩至2.6亿日元的同时，却将对民社党的捐款由1100万日元增至1750万日元，并向新生党提供了1000万日元的捐款。
1994年，自民党虽由在野转为参与执政，但由于其作为执政党的前景预期并不十分明朗，自民党所获得的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仅为41亿日元，比上年度约减少了一半，创历史最低纪录。
此外，企业、行业团体向自民党提供政治捐款的力度如何，也与其利益需求大小密切相关。例如，1995年，大型制药企业向自民党捐款1亿1940万日元，比上年增加了4600万日元，原因在于这些企业试图通过执政的自民党来对厚生省推行的医药制度改革施加影响。

经过短暂下野、参与执政后，自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以来，自民党一直在联合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直至2006年9月诞生的安倍晋三内阁。以自民党为主导的多党联合政权的延续，意味着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正处于一个新“一党优位制”的重筑阶段。在此背景下，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表现出强烈的“亲自民党倾向”。例如，将执政的自民党与第一大在野党在1996年度、2000年度所获政治捐款的状况作一比较，即可发现彼此间在捐款募集能力上的差距加大：在1996年度大宗捐款（即超过2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自民党占87%，第一大在野党新进党占12%；提供大宗捐款的57家企业、行业团体（工会除外）中，有37家企业、行业团体同时向自民党与新进党捐了款，可视为它们为预防政权更迭而上的“保险”。但是，在2000年度，大宗捐款的98%即8亿9136万日元都集中在自民党身上，而向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提供大宗捐款的仅有四家企业、行业团体。

财界向自民党提供巨额政治捐款时必然附带政策要求。例如，2003年9月25日，经团联正式公布了“优先政策事项”，包括税制、财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十项在内，将之作为财界提供政治捐款的标准，作为评价政党政策的材料，力图促进政治捐款实现所谓的“政策本位”。
上述事实表明，允许企业、行业团体提供政治捐款的政治资金制度，始终是有利于第一大党、有利于执政党的，二者之间仍旧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利益互换关系。
与自民党本部的集资途径不同，自民党内各派系与实力政治家更多地依赖于宴会券收入，且由于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受到数额限制，政治资金收入总额明显减少了。
1995年度，自民党内五大旧派系的政治资金收入为13亿8016万日元，与上一年的35亿7458万日元相比，减幅高达60%以上。
1998年是自民党内主要派系重组并世代交替的一年，该年度内小渊派、加藤派、森派、旧中曾根派、山崎派、旧河本派的收入合计为9亿6000万日元，与1997年度的16亿5000万日元相比，减幅为42%。
在2000年度，受自民党内“加藤之乱”等派系斗争的“刺激”，各派系的收入总额回升至23亿1000万日元。
但是，与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截然不同，宴会券收入在自民党内各派阀的收入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参见表2）

表2  2002年自民党主要派阀的收入明细与分配支出

（%）

	派 别
	收入结构
	收入总额（日元）
	对派阀成员的分配支出（日元）

	
	派阀领袖捐款所占的比例
	个人、政治团体捐款所占比例
	宴会券收入所占比例
	其他收入所占比例
	
	

	桥本派
	0
	22
	63
	15
	4亿867万
	3亿800万

	森派
	7
	26
	68
	0
	3亿2052万
	4400万

	堀内派
	2
	27
	71
	0
	3亿1337万
	1亿7594万

	江藤—龟井派
	11
	36
	53
	0
	2亿8188万
	2亿7896万

	山崎派
	13
	39
	48
	0
	2亿3507万
	1亿323万

	高村派
	11
	8
	76
	0
	1亿4192万
	7368万


资料来源：「「力の源泉」失う派閥」、『毎日新聞』2003年9月12日。

与派阀类似，自民党内实力政治家的政治资金收入（包括地方部分）也明显减少，且主要依赖于宴会券的收入。例如，在2000年里，由于禁止企业、行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捐款，所以自民党内包括派阀领袖在内的实力政治家的集资金额大多呈递减态势：加藤纮一的收入为4亿6325万日元，比上一年减少16.6%；森喜朗的收入为2亿9099万日元，减幅为6.5%；龟井静香的收入为2亿868万日元，减幅为69.1%；麻生太郎的收入为9392万日元，减幅为39.1%；高村正彦的收入为8606万日元，减幅为5.1%；桥本龙太郎的收入为5861万日元，减幅为57.4%；河野洋平的收入为4547万日元，减幅为57.6%，堀内光雄的收入为1251万日元，减幅为74.2%。
此外，根据2003年度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包括地方部分），龟井静香的收入总额为6亿9373万日元，其中，来自宴会券的收入为4亿2966万日元，由龟井担任支部长的“自民党广岛县第六选举区支部”从企业、行业团体募集的捐款仅为1亿8289万日元。同样，宴会券收入在前经济产业相平沼赳夫的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为75.8%，在国会对策委员长中川秀直的收入总额中占75.3%，在前干事长古贺诚的收入总额中占73.9%。

这样，就自民党内部的权力支配结构而言，在新制度下，由于政党交付金制度的导入以及派阀、实力政治家的集资能力削弱，促使自民党本部的财政权限得到强化，派阀领袖的地位下降，派阀的凝聚力减弱。例如，在2002年里，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向本派提供的捐款为零，主要干部村冈兼造前官房长官、青木干雄参议院干事长和野中广务前干事长分别向本派捐款2180万、2000万和1000万日元，以至于其他派阀指出“这是桥本实际上并非派阀领袖的表现”
。2003年9月11日，在由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自民党总裁候选人讨论会上，相继有人发言承认派阀集资能力的衰退，来自于派阀与派阀领袖的资金恩惠在淡薄，派阀的“向心力”减弱了。

对于自民党内的政治家个人而言，除包括宴会券在内的事业收入以外，争取获得政治团体的捐款也是其主要的集资途径，但捐款来自于何种政治团体、额度多少，则与该议员在某一政策决定领域的影响力密切相关。例如，小泉首相在2001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为6200万日元（包括地方部分）：举办九次集资宴会的事业收入为2870万日元，来自政治团体的捐款1840万日元；在提供捐款的政治团体中，日本医师联盟为500万日元，制药产业政治联盟为400万日元。这与小泉首相曾任厚生大臣、作为“厚生族”议员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四  政治资金问题与朝野政党抗争

尽管日本的政治资金制度在“1955年体制”崩溃以来先后历经数次改革并不断得以完善，但仍在制度层面上存在不少问题，与朝野政党间的彼此抗争相关联，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政党交付金制度的导入，并未能在日本国内各政党间获得一致认可。自1995年以来，日本共产党一直拒绝领取政党交付金，认为将国民税金作为政党经费分给各党的做法违反宪法，并反对企业、行业团体提供政治捐款，指出只有日本共产党的财政收入才是“干净的财政”
。因此，与其他保守政党截然不同，日本共产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主要由党费、事业费（机关报刊费收入）和个人捐款组成。
第二，导入政党交付金制度，原本是为了降低政党对企业、行业团体政治捐款的依赖，但由于规定政党所获交付金的数额不能超过该党上一年度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二，反而诱使新成立的、政治资金收入与需求相对较少的小党大力募集政治捐款，以便能够在下一年度获得足额的政党交付金。例如，先驱新党1993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仅为4亿7786万日元，该党若想在1995年度获得足额的政党交付金6亿6033万日元，其1994年度的政治资金实际收入必须达9亿9050万日元以上。结果，先驱新党1994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高达9亿3115万日元，比上年增加了4亿5329万日元，政治捐款所占比例为34.0%。

第三，政治资金制度中的不透明因素依然存在。由于自2000年1月起禁止企业、行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政治捐款，而地方上的政党支部既无设立数目又无捐款额度的限制，更易于集资，所以政党支部呈迅猛增加态势。从2000年至2001年的两年间自民党新设政党支部1412个，其所属国会议员人均拥有四个以上支部。
由于政党支部的政治资金收支状况（即政治资金的地方部分）由都道府县选举管理委员会掌管，其统计资料中仅载明政党支部名称，未载明政治家姓名，且政党支部名称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政治资金的实际流向反而更不透明。例如，在2001年度，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的资金管理团体的收入总额名列首位，其收支报告中均载明“社会计划研究会众议院议员加藤纮一”；由加藤担任支部长的选区支部虽然接受了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1亿多日元捐款，但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地方部分）中仅载明“自由民主党山形县第四选区支部”，而不出现加藤的姓名。
这样，就政治家个人而言，其在2000年以后的集资途径主要包括：每年的年薪、文书交通费共计约3400万日元；宴会券收入通过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而转向政治家；个人捐款通过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而转向政治家；企业、行业团体向政党支部捐款后，迂回至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后转向政治家。政治家个人的收入结构中实际上含有从“地方”迂回至“中央”的部分。
第四，由于历次政治资金制度改革主要集中于对政治资金收入的来源途径与数量进行限制，而对政治资金如何使用却缺乏监管，所以，近年来政治家个人涉嫌违反政治资金用途相关规定的非法行为接连不断。
由于实力政治家在政治资金的使用上违规操作，2002年是朝野主要政党相继陷入困境的一年：在在野党方面，2002年3月28日，社民党政策审议会长、众议员辻元清美因非法领取秘书薪金问题而辞去议员职务。据调查，辻元清美将其他议员的私设秘书“虚报”为自己的公设政策秘书，每月仅对其支付5万日元薪金，而将其余下的薪金私自挪用，且未在收支报告书中记载。而且，上述得到5万日元薪金者并未实际承担政策秘书工作，仅仅是名义上的，带有“欺诈”性质。在执政党方面，2002年3月18日，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由于其事务所财务会计佐藤三郎（号称加藤的“金库管理人”）因逃税嫌疑而被捕，被迫宣布脱离自民党。稍后，3月27日，媒体又披露加藤挪用政治资金充当家庭住宅的房租。据调查，从1995年至2002年1月，佐藤三郎一直在加藤任代表的资金管理团体“社会计划研究会”中担任主管会计。从1998年开始，“社会计划研究会”每月向加藤的个人银行账号注入100余万日元，用作位于东京南青山的加藤自家住宅的房租，且未载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在在野党的抨击下，2002年4月8日，加藤正式表明辞去众议员职务，以便“承担政治与道义责任”。由于十余年来加藤一直处于自民党的权力中枢，他的辞职对日本政局造成了较大影响。
第五，由于现存政治资金制度依旧允许企业、行业团体向政党、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所以，“私下”非法接受政治捐款的“黑金”现象也一时难以杜绝。例如，2004年7月，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桥本派非法接受日本牙科医师联盟1亿日元捐款事件被媒体曝光。据调查，在2001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夕，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在东京都内一家餐馆内曾接受日本牙科医师联盟的一张1亿日元的支票，以此作为对桥本派政治团体“平成研究会”的政治捐款。但是，在此后“平成研究会”提交的政治资金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此项捐款的任何记录。该事件迫使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于2004年7月31日宣布辞去本派会长职务，并导致桥本派数名主要干部相继接受审查。在会长缺位的情况下，桥本派的衰落趋势进一步加剧。
总之，“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所进行的政治资金制度改革，并未改变执政党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互换结构，仍是有利于执政的自民党的，且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金权政治丑闻更是时有发生。随着朝野政党斗争的激化和政党体制转型的发展，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也必将不断持续下去。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韩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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